
2023 年 1 月第 54 卷第 1 期 7新医学 

编者按：心理疾病是困扰全球的公共卫生问题，WHO 2018 年的报告显示抑郁症影响了全球约 3 亿人，预

计到 2030 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第一大致残诱因。2022 年的新近报告更指出，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期

间，全球一线医护人员抑郁症患病率急剧上升，此外，世界各地的医学专业人员自杀风险更高。然而，目前公

众对抑郁症的认识仍不足，且存在误解与偏见，导致部分患者耽误最佳治疗时机。因此，提高医学专业人员对

抑郁症及抑郁相关疾病的甄别能力与诊疗水平、提升全民的心理健康素养是当务之急。为此，本刊特设“抑郁

相关疾病专题”，内容涉及 抑郁症、非自杀性自伤、卒中后自杀、疾病伴抑郁症状及抑郁障碍，以期为未来更

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衷心感谢向本刊供稿的专家学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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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抑郁症是严重危害人类身心健康的精神疾病，会引发自伤、自杀等不良行为，是自杀相关风险中最强烈

的单一风险因素。对抑郁症的认知不足可能影响患者对抑郁症状的识别、求助意识及产生病耻感，导致其延迟就诊、

耽误早期治疗时机。目前，公众对抑郁症的污名化态度和患者的病耻感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抑郁症的污名化使患

者产生病耻感，病耻感是导致患者放弃精神治疗的首要原因。该文就不同人群对抑郁症的认知程度及污名化态度进行

介绍，探究与之相关的因素，以期提高公众对抑郁症的认知程度、减弱公众污名化及减轻患者的病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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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中，抑郁障碍以独立分类疾病单元呈现，

抑郁症被归于其中，是以心境低落、思维迟缓和

意志活动减退为主要症状的精神疾病，病情严重

时患者会有自杀倾向，预计到 2030 年，该病将

成为全球疾病负担之最［1-2］。为了衡量人们对精

神疾病的认知程度，Jorm 等在 1997 年提出心理

健康素养（MHL）的概念，MHL 是指关于精神

障碍的知识和信念，有助于识别、管理和预防精

神障碍，包括识别精神疾病的能力，了解寻求心

理健康信息的途径，了解危险因素和病因，掌握

自我治疗的知识，了解如何获得专业帮助，提高

识别的能力和促进求助态度的形成。对抑郁症

的认知程度也以 MHL 来衡量，有研究表明缺乏

MHL 是延误抑郁症患者寻求帮助的重要因素之 
一［3］。精神疾病污名化是指个体对精神疾病的负

面态度，通常包括负面的认识、消极的情感体验

以及由此产生的歧视行为，导致污名化对象被标

记上社会排斥的属性［4］。公众对抑郁症的认知不

到位可能导致无法识别抑郁症状，影响患者早期

求治行为，而污名化和病耻感则可能使抑郁症患

者缺乏主动就医意识、延迟就诊。本文就不同人

群的抑郁症认知程度及污名化态度进行介绍，探

究与之相关的因素，以期增强公众 MHL，从而改

善抑郁症认知现状、减弱公众污名化及减轻患者

的病耻感。

一、对抑郁症的认知与求助态度

不同国家、地区、人群、性别者对抑郁症的

认知程度不尽相同，西方国家较东方国家的抑郁

症认知程度高，医学专业人员及医学相关人员对

抑郁症的认知程度较一般人群高，女性比男性有

更强的抑郁症识别能力。大众对药物、电休克、

电抽搐治疗抑郁症持有更多负面看法，较多人认

可“躯体疾病需药物治疗，但心理疾病则不需要”

的观点，Chen 等［3］的研究显示，47.5％的护理人

员认为电休克对抑郁症患者是有害的干预措施，

但目前大众对抑郁症的预后较乐观。

1. 地域及文化差异

欧洲和北美等西方国家对抑郁症的认知程

度和积极信念优于亚洲和非洲国家，Altweck 等

（2015 年）的跨文化研究显示，与印度人相比，

欧洲裔美国人具有更好的抑郁症识别能力，并更

倾向于寻求专业帮助，这可能与文化差异有关。

在欧洲与美洲，心理因素被认为是抑郁症的发病

因素之一，但在更倾向于集体主义的印度文化

中，社会原因被认为是抑郁症的基本病因之一，

因此印度人更愿意求助于社区关系，如近亲、宗

教领袖而非求助于专业人员。Freitag 等［5］的一项

针对德国人的研究显示，研究对象仅能正确回答

51％的抑郁症相关问题，对于抑郁症的治疗及药

物方面的认知程度较低。Loureiro 等（2013 年）

发现葡萄牙年轻人对维生素治疗抑郁症的评价较

精神类药物更为正面。Nguyen 等（2015 年）发

现越南的大学生仅 32％能正确识别抑郁症，这

其中 81.1% 者表示如果他们患了抑郁症会寻求帮

助；斯里兰卡仅 17.4% 的大学生能正确识别抑郁

症。对澳大利亚华裔以及中国上海与中国香港居

民的研究显示，中国居民能将描述抑郁症的小漫

画视为抑郁症者不足 15%，明显低于澳大利亚华

裔（73.9%）［6］。总体来说，非西方发展中国家

的抑郁症认知程度较西方国家低，这种差异可能

与不同的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概念、测量工具等有

关［7］。MHL 较高者能够更早地识别抑郁症，更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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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pression is a type of mental disease that seriously endangers huma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which may lead 
to harmful behaviors， such as self-injury and suicide. Besides， depression is the strongest single risk factor associated with suicide. 
Poor depression literacy may affect the identification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tention to seek assistance and sense of shame in 
patients， resulting in delayed treatment and missing the opportunity of early treatment. At present， public stigmatizing attitudes and 
self-stigma of the patients are still severe social issues. Depression stigmatizing attitudes may cause a disease stigma in patients， which 
is the primary cause of discontinuing psychiatric treatment. In this article， depression literacy and stigma among different populations 
were reviewed and relevant factors were analyzed， aiming to enhance public depression literacy， minimize stigmatizing attitudes and 
mitigate the sense of stigma in depressio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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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寻求专业帮助。Arthur 等（2020 年）认为提高

MHL 可以增加抑郁症患者的早期求助率，增加

治疗的成功率，并减小疾病进展的概率。Ibrahim
等（2020 年）发现研究对象在教育干预结束时的

MHL 有所提高，但在后续随访中却未能保持，说

明提高抑郁症认知程度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

要更为广泛、更大强度的宣传及教育。

2. 学历背景及年龄差异

Reichel 等（2021 年）发现临床医学、公共

卫生学等医学相关专业或心理学专业学生的抑郁

症认知程度更高，其次为法律学、教育学专业学

生，而社会学、机械工程、商科等其他专业学生

的抑郁症认知程度则相对低。另有研究显示，抑

郁症认知程度与学历相关，本科学历者比专科、

中专及中小学学历者更了解抑郁症的相关知识及

干预方式［8］。心理知识匮乏是青少年寻求心理帮

助的主要障碍之一。相较于成年人，处于中学阶

段的青少年经历更少，接触到的抑郁症患者也更

少，但年龄较小的青少年比年龄较大的青少年有

更积极的求助意愿［9］。Yap 等（2013 年）指出虽

然向专业人员寻求帮助效果最好，但他们往往不

是年轻人的首选，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朋友、父

母或其他家人。Sun 等［10］的研究显示，中国农村

儿童、青少年对抑郁症的认知程度相当低，留守

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抑郁症正确识别率分别为 
18.7% 和 21.8%，均低于杨宗升等（2015 年）报

道的中学生识别率（24.7%）和农村成年人识别

率（67.7%）。

3. 职业差异

Reavley 等（2018 年）的研究显示澳大利亚

警察对抗抑郁药的信任度远低于普通人群，且

该人群更多地提及工作量及工作压力。议会成

员、社区领导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其抑郁症认知

程度较一般人群高，且更了解抑郁症的干预方式
［11］。国内的相关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医护人员，李

丽娜等（2015 年）报道综合医院中 54.5% 的医

师能正确识别抑郁症，能够全部选对问卷中所列

出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

（CCMD-3）中的抑郁症常见 9 项症状学诊断标

准，能够识别出抑郁症常见睡眠障碍特征的护士

仅 3 人（1.66%）。尽管该研究显示医护人员对抑

郁症的认知程度不算高，但因工作环境和教育背

景原因，医护人员对抑郁症的认知程度仍高于一

般人群，而医护人员中医师又高于护士。罗小阳

等（2015 年）的研究显示，综合医院医师认为对

抑郁症患者最好的干预方式是与其交谈、倾听其

诉求，这与主流观点存在差异，表明国内医护人

员仍需加强心理疾病知识和识别技能的培训以提

高诊疗水平。

4. 性别差异

一般来说女性对抑郁症的认知程度较男性 
高［12］。Oliffe 等（2016 年）的研究显示，与男性

相比，女性对抑郁症相关问题的正确回答比例更

高（70.8% vs. 63.3%）。Vella 等（2018 年）的研

究显示，年轻男性对精神卫生服务持非常消极的

态度。早于 2011 年 Wide 等就提出绝大多数男

性不会透露情绪困扰，即使其痛苦已达到产生自

杀念头的程度。女性则相反，Mirsalimi 等（2020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42.1% 围产期妇女表示如

果患上产后抑郁症会首先求助于心理医师，其次

是朋友及家属，此外，互联网是她们寻求相关信

息的第一来源。Fonseca 等［8］发现女性的抑郁症

认知程度高与其情绪清晰度（即理解、标记和识

别自己特定情绪的能力）高明显相关。同样地，

另一项研究显示掌握更多抑郁症相关知识的拉丁

裔女性接受精神卫生服务的羞耻感更低［13］。

5. 家庭因素

Mendenhall 等（2015 年）提出，女性、受过 
高等教育、子女年龄较大、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或

接受过更多精神卫生服务患者的父母的心理健康

知识水平更高，患者的心理障碍病史也能预测其

父母的抑郁症认知程度。父母对寻求心理帮助态

度的强烈程度会影响其是否会为孩子做出求助行

为，有心理、精神症状的患者在寻求专业帮助之

前会通过非正式途径寻求帮助，例如大部分青少

年在面对问题时会最先求助于父母和朋友，但仍

有部分青少年因感到尴尬、害羞等原因而拒绝

求助或倾诉，且青春期男性的抑郁症状通常不典

型，如表现为愤怒和行为失控，能否及时发现

其患抑郁症常取决于父母的分辨能力［9］。再者，

MHL 更高的父母更可能与孩子分享相关知识，从

而促使孩子产生求助行为。抑郁症认知程度高的

父母也可能更理解青少年的情绪变化，而并非采

取批评、控制或过度保护等态度［14］。Chen 等［3］的

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的主要照顾者认为心理医

师是最能给予有效帮助者，其次是精神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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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和体育锻炼。家庭环境是抑郁症的影响因素

之一，上述研究提示以家庭为基础的干预对降低

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率非常重要。

二、抑郁症污名化及病耻感

精神疾病的污名化不仅是患者，也是医护人

员共同关注的问题。污名化是指通过话语来塑造

他人负面形象，使其被认为是社会不可取的，导

致其被标记上社会排斥的属性［4］。病耻感指某种

疾病患者的自我污名化，是指来自社会的负面刻

板印象、偏见和歧视内化，在患者个体内部产生

无能感和低自尊感［4］。精神疾病的病耻感可以分

为感知病耻感、经历病耻感和自我病耻感。感知

病耻感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个体所感受到

的公众对某种疾病患者普遍持有的歧视性态度，

另一方面是患者自身作为受歧视对象而感受到的

歧视。经历病耻感是患者实际遭受到的歧视，例

如在参与社会活动时受到限制。自我病耻感是指

患者因病耻感内化而丧失自尊，产生恐惧、羞

愧、自罪感等负性情感体验［15］。病耻感已成为妨

碍精神心理疾病患者寻求治疗的首要原因，使抑

郁症患者隐瞒其心理问题并回避治疗。

1. 地域差异

研究显示，在亚洲地区，精神疾病的污名化

一直与“丢脸”的想法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患者的

家庭成员［4］。亚洲国家患者比西方国家患者存在

更强的病耻感，例如中国人在情感的表达上较为

压抑，常将抑郁症归因于自身性格软弱、缺乏意

志力、收入不高、生活际遇差等社会心理因素［16］。 
西方国家的患者多倾向于抑郁症的发生与生物因

素、社会心理因素等相关的观点，而东方、传

统、集体主义国家的患者则更倾向于社会心理因

素是抑郁症发生的唯一因素的想法，这就进一步

加深了抑郁症在这些国家的污名化程度。李明 
等［17］的研究显示，媒体对抑郁症患者趋于危险、

暴力的负面描述也加重了抑郁症的污名化程度。

2. 性别差异

Trompeter 等（2021 年）证实女性的病耻感低

于男性，可能是由于女性共情能力较男性更强。

但另一项研究显示，相较于男性，高学历拉丁裔

女性对抗抑郁药物有着更严重的污名化态度［13］。 
一般认为男性应该是沉默寡言的，在躯体和心理

上较女性更坚强，表现出软弱一面的男性可能会

被认为缺乏阳刚之气，这种刻板印象可能会加重

抑郁症男性患者的病耻感。

3. 患者父母的污名化态度

Johnco 等（2018 年）提出，病耻感的强弱

可使父母对抑郁症患儿有不同反应，与病耻感强

的父母相比，病耻感弱的父母呈现更多的支持反

应，病耻感强的父母会否认孩子的抑郁症状，认

为这是正常的行为或情绪。Moses 等（2010 年）

的研究显示，在被诊断患有精神障碍的青少年

中，46% 患者报告曾有过来自父母的污名化经历，

如责备、不信任、拒绝或回避。

三、提高抑郁症认知程度及反污名化的措施

尽管抑郁症认知程度与求助意愿呈正相关，

提高 MHL 有利于建立更好的求助意识，但目前

对于提高抑郁症认知程度的措施仍有待深入探

讨。以下几项研究显示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年

龄小、文化程度低的人群实施提高抑郁症认知

程度的计划更有效。Beaudry 等（2015 年）证

实了青少年抑郁症认知计划（ADAP）能提高中

学生的抑郁症认知程度并促使其产生求助行为。

Hernandez 等（2013 年）发现，予以拉丁裔女性

观看心理健康相关知识的视频，对其抑郁症相关

知识的增加、识别治疗需求自我效能感的提高和

抗抑郁药物治疗羞耻感的减弱方面有显著的增益

效果。Thongnopakun 等（2020 年）针对泰国工

人的研究也表明，经干预后该人群的抑郁症认知

程度明显提高。但 Hurley 等［18］的研究显示，通

过社区体育俱乐部提供的简短心理健康教育干预

后，干预组的父母更有可能寻求正式的帮助，但

在抑郁症认知程度方面没有明显提高，抑郁症污

名化态度无法通过提高 MHL 来减弱，反而可能

加重。反污名化的方法包括个人接触、教育和抗

议活动。在反抑郁症污名化方面与患者接触是最

有效的方法，Doll 等（2021 年）建立的模型显

示，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及对抑郁症的刻板印象是

决定社交距离的因素，接触过存在心理健康问

题者比没有接触过者污名化态度更弱。其次是

教育，Amarasuriya 等（2015 年）发现，相较于

低学历者，大学生群体抑郁症污名化态度更弱。

Svensson 等（2016 年）指出抗议活动在对抗污名

化方面没有显示出明显效果。



2023 年1月第 54 卷第 1 期 11新医学 

四、结 语

国内有关抑郁症认知程度的研究较少，目前

的研究地区集中于上海、长沙、北京等，中、西

部地区以及农村的相关研究甚少［6， 10］。且这些研

究使用的自编量表的信度、效度及内部一致性

未经检验，影响了结果的可靠性。印刷科普小册

子、出版相关影音作品、图书，或在学校增加心

理卫生课程、定期请家长参与讨论等均能提高公

众的 MHL。值得一提的是，公众普遍倾向于采用

自我调节的方式（体育锻炼和合理 / 平衡的饮食

习惯）来应对抑郁症，该方式已得到广泛认同，

但自我调节与抑郁症之间的确切关系仍有待进一

步研究［10， 19］。鉴于网络媒介已成为大众沟通、获

取信息的第一大来源，通过互联网宣传心理健康

知识具有重要意义。Andrew 等（2020 年）发现

在 YouTube 上近 1/3 有关心理健康的视频由非专

业视频博主上传，仅 9％由心理健康组织上传，

这表明网络媒介亟需精神心理相关专业人员的介

入以进一步加强心理健康知识宣教。干预可以对

MHL 的某些组成部分产生积极影响，如提高抑

郁症认知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增加正式求助

行为的发生频率，求助行为的影响因素众多，包

括抑郁症污名化、负面认知、病耻感、缺乏相

关服务机构、语言障碍和经济问题等。张启文

等（2010 年）提出就诊距离也是影响患者就医行

为的重要因素，在相对落后、偏僻的地区，缺乏

完善的心理卫生服务机构，患者可能会由于就诊

距离过长而放弃就医。污名化和病耻感是影响患

者寻求专业帮助的重要因素，尽管在过去几十年

里，人们对抑郁症的了解和寻求精神卫生服务的

意愿有所增强，但抑郁症污名化状况仍未明显改

善，仍需进一步探讨抑郁症污名化和病耻感产生

及加重的相关因素以及缓解、消除方法［20］。家庭

治疗是抑郁症治疗的重要一环，有必要对青少年

抑郁症患者的父母进行更多的研究。总之，应针

对不同人群进行相应的探索与研究以便采用适合

该人群的措施，以期为提高公众 MHL、抑郁症认

知程度及减弱病耻感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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